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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培训的乱象与出路

刘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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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培训是唤醒对象的自觉，洗脑是训练对象的盲从。凡是煽动情绪化追随、鼓动非理性狂热、造成感染性气

场、适度贬损嘲讽听众以强化自己的权威等手段，都属于常见的洗脑术。企业实践者应该懂得：任何学习最终都是自学；任何培

训最终都是自治。  

  管理学诞生之初，咨询和培训便如影随形。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罗，其正式身份就是咨询培训师；管理学体系的构建者法约

尔在退休后，也把一腔热血献给了培训事业。如果了解管理学诞生时期泰罗的“赔钱赚吆喝”，法约尔在管理教育方面的宏伟设

想与实践，就不难看出在管理学科诞生阶段，培训与学术的“亲密关系”。 

  然而唇齿相依的同时，难免咬了舌头或者崩了牙齿。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管理学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学术与实践如何对

接？在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咨询培训工作者、企业实践者之间的摩擦不断。这种摩擦在今日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

题——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与实际需要的距离越来越大；而中国的管理培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天桥把式”和“江湖游医”。分析

其中的来龙去脉既有利于管理学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也有利于企业的转型与变革。此类问题如何解决，是真正的管理学“前

沿”。 

  在西方：交锋与共荣 

  教育与实践之天然矛盾？管理教育与管理实践的对接本就是一个全世界的难题。上世纪50年代，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戈登和豪

威尔报告，以及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皮尔森报告，都尖锐地指出商学院未能承担起训练、培养管理者的重任。当时的批评认为，

商学院过于强调职业教育，而忽视了人文和科学两大方面的基本素质培养，用支离破碎的具体知识限制了管理者未来的成长。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批评却反了过来。1988年美国大学商学院协会组织的调查指出，商学院中定量研究和心理学、社会学

教学内容剧增，大批没有工商业背景的学者从事工商管理教育。讲授管理的教授不懂实际管理，从事实务的经理看不懂管理论

文，这成为工商教育的通病。重视实务的明茨伯格干脆写了一本《要MBA还是要经理人》，对工商教育极尽奚落调侃。 

  对接难题的症结在于管理领域的分工。管理学者、咨询培训师、企业经营者，这三种人的志趣不同、发展各异。学者的目标

是学术建树；培训师的目标是打动实践者的心灵；实践者的目标是企业发展。例如，面对同样一个产品滞销的案例，学者感兴趣

的是能否在理论上挑战现有的营销学说；培训师感兴趣的是企业是否愿意花大钱训练推销人员；经理人首先考虑的是资金回笼和

周转等问题。正是由于立场的不同，经营者会觉得学者的分析论证远水不解近渴，站着说话腰不疼；学者觉得经营者是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应激反应代替了理性思维；而且双方都对培训师信不过。培训师则一方面嘲笑学者是书呆子，一方面把经营者当

冤大头。三者的矛盾几乎是必然的。 



  英国的管理学家厄威克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学术与实践的“双轨制”，将它们称为“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实践需要的是可

预测未来的水晶球，学界却在精心构建象牙塔。实际上，厄威克的批评还不完全，培训师存在同样问题，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

培训收益而不是服务对象的需要——曾经风靡全球的“流程再造”使哈默和钱皮一度风光无限，赚了大钱，然而接受再造培训的

企业至少有半数以上惨遭滑铁卢。 

  抵牾尚“可容忍”在管理实践领域有崇高声望的德鲁克一直受到学院派的排挤。彼得斯曾经说，他在斯坦福上学时，没有一

位学者在课堂上提到德鲁克的名字。彼得斯可能言过其实，但德鲁克不入学界法眼是事实。德鲁克从欧洲来到新大陆后就无法进

入一流学校，直到名声大震后也没有得到一流商学院的青睐，学界始终把他看作“记者”与“作家”。而在理论研究上具有重大

贡献的西蒙，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却从未在管理实践中施展过功力。实践领域的人们很有可能认为，西蒙这样的学者只能玩国际

象棋。 

  某些大师对学院派的鄙视，以及学院派对大师浅薄的嘲弄，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交锋。再进一步，不同学校对待管理实践的态

度也有差别。追求“人气”和社会声望的哈佛商学院，对于贴近实践要宽厚得多；追求“名气”和学术声望的普林斯顿大学，干

脆就不成立商学院（当然，也不成立法学院）。以咨询和培训出名的德鲁克、戴明游离于知名学府之外，而以学术出名的卡内

基-梅隆学派在实践界几乎没有声音。 

  当然，西方的管理学发展积淀要比中国厚实，所以学者、培训师、经营者尽管互相贬低，但起码可以采用共同术语，能够进

行职业对话。例如，德鲁克虽然受到学院派的排斥，但没有人把他看作“外行”，还影响着学院派的研究注意力。反过来，身在

学院、从来不做咨询的学者马奇，拿着小说和剧本讲授领导力课程，其授课方式却影响到管理咨询和培训领域。 

  以此来看，西方的管理学术与实践尽管存在隔膜，却依然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他们的抵牾尚在业界“可容忍”的范

围。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以征服现实世界的亚历山大为一端，以漫游思想梦境的第欧根尼为另一端，双方确实不搭界，但

亚历山大和第欧根尼两人却能够以思想对现实的挑战和现实对思想的敬意，做到共存共荣。 

  中国的乱象与出路 

  然而中国的问题不同于欧美。如果说西方是分工不同造成的问题，而在中国则是分裂造成的问题。如果说分工会产生隔阂，

那么分裂则会催生大量的江湖游医。 

  江湖化的管理学界中国已经有了众多的商学院，有了数量庞大的管理学教授队伍，但教授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学术，尤其是官

方的考核指标和聘任标准方面——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聚焦各类顶尖期刊和官方项目，在管理实践领域基本上没有影响。

更重要的是，管理培训师几乎不看这些东西。所以，在西方通过咨询和培训能够进入企业的管理研究成果，在中国基本上不存

在。 

  有人认为，中国的商学院也给企业提供了大量咨询服务。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商学院能够给企业提供的咨询和培训，

大量属于非管理性质的具体技术方案，以经济、会计、金融等内容居多，真正涉及管理的极少。而关于人力资源、领导力、组织

变革等方面的培训基本上不是商学院进行的。 

  与此同时，中国大学教师的选留、考核、培养、晋升制度，导致中国管理学界很难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在大学教授中，

既有从事真正的学术性研究的圈子，也有琢磨政策动向、揣摩文件和领导意图的圈子，不同“圈子”之间缺乏规范的学术交流，

很难形成严格的学术对话，使学者队伍也出现了“江湖化”现象。某大学校长以网络语言讲演引起轰动就是一例。不可否认，演

讲能力、亲民姿态确有必要性，但当一个大学校长以充满网络俚语和“段子”的讲演把毕业生送向社会的时候，只有煽情而没有

对学术的敬畏，只有媚俗而没有厚重的教养，就有可能把大学变成说相声的天桥。单纯看口才和包袱逗哏，郭德纲要超过大多数

的教授。这就给商学院的培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知识和思维训练，还是段子和相声娱乐？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西方理论大都“水土不服”。如何使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境相结合，一直

是困扰国内教授们的难题。一批学者一直在从事“中国式管理”（以曾仕强为代表）或“东方管理学”的研究，试图以西方式的

科学方法解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境，但这种努力尚未脱离学术轨道。 

  野路子的管理培训正是商学院的这种现状，促使社会培训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管理培训的非学术化。如果说以彼得斯为

代表的西方洗脑式培训，在洗脑时还要以管理学的基本知识为基础（汤姆·彼得斯毕竟在斯坦福大学受过科班管理教育，而且他

在揶揄学院派时并不否定管理学术），那么中国的洗脑式培训连“离经叛道”都算不上，因为这种培训师基本上不掌握正规的

“经”和“道”，只是一种江湖野路子。 

  大量的民间管理培训读本是仿照戴尔·卡内基的心灵鸡汤，或基于国情的国学启蒙，常常流于粗制滥造甚至误人子弟。有些

知名培训师连演讲大师卡内基和钢铁大王卡内基都分不清，把二者混同为一人；有些人连国学是什么都不知道，所讲内容不超出

传统的蒙童读物水平，甚至把孔孟老庄达摩惠能一锅煮，根本没有传统学术的基础，江湖游医变成了全科名医。这种培训靠的是

驾驭会场、诱导听众的能力，而不是靠管理知识和思维训练。 

  在我看来，“国学”之所以能热起来，是因为多数人已经不大知道国学是什么了。从现在讲国学的实际情况看，真正从事国

学研究的学者反而很难适应，因为真正的国学需要从最基础的常识讲起，否则就说不明白。如果让陈寅恪复生给今天的企业家讲

学，估计他那种严密考证的讲授会把大部分听众吓跑。现在一批讲国学的“培训大师”基本就是介绍简单的文史常识，而并非学

理上的深入探究。以《论语》和《道德经》为例，语录体名言警句如果没有具体的情境分析，基本上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只要有出色的表达能力，哪怕没有研究也可以讲得有声有色。这种现状，使脱离了相关研究的国学培训可以大行其道。 

  “吸鼻烟”式的市场需求当然，管理领域“江湖游医”丛生的本质原因，在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江湖市场。三十年的改革开

放，使一批中小企业“野蛮成长”。经过痛苦转型做大做强的企业，自身经历就足以构成一部内涵丰富的管理教科书。而那些至

今还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小企业，面对环境的巨大变化常常胸中无数、手中无招。这些中小企业是最需要管理培训的主儿。然

而，这批企业从创立到发展，一直没有走上规范化管理的道路。当初的起步乃至现在的转型，主要是靠外部环境提供的机遇。这

些企业家对政策变化的嗅觉灵敏度远远高于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对党政领导人和主管部门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自身组织的了

解。他们是弄潮儿而不是游泳健将。正规的管理培训要练蛙泳的基本功，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但刀下见不了菜，而且近乎无用。以

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使他们更重视潮流和悟性，不重视严密的逻辑和精致的管理。江湖式培训正好能够适应他们这种需

要。即便起不到真正的作用，也会使他们增强信心并“感到”某种鼓舞。他们需要的培训，是吸了鼻烟打出一个喷嚏的感受，这

是学院式教授难以提供的。 

  同西方相比，中国未能形成管理学的学术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评价标准非学术化，跟风式的机会主义），培训缺乏学术支撑

（学者和培训师两个群体之间断裂）。企业家的成长道路差异，使面向中小企业的培训难以渗透学术内容。这些问题，会对中国

的管理培训带来比较长期的负面影响。 

  辨识培训和江湖游医 

  企业家在接受培训时，如何辨识真正的培训和江湖游医？真正的培训会启动受众自身的思维，而江湖游医则会把自己的医术

说得天花乱坠，竭力使你相信他。西方的培训名家如彼得·德鲁克和查尔斯·汉迪，都是尽力启发受众思考，增进他们的自治能

力；而传销者进行的洗脑则不允许受众反问和质疑。如果受众只需要答案或者希望大师传授现成的技能，正好会给江湖游医推销

所谓的“灵丹妙药”提供了机会。 

  当受众需要萨满时，自然就会出现跳大神的巫师。厄威克被人称为“顾问中的顾问”，就得益于他的咨询公司独到的培训方

法。当厄威克给服务对象进行咨询时，必须同步进行培训，以保证所有的管理工作都靠自身力量实施。厄威克说：“作为顾问，

真正唯一值得去做的工作是教育或教会客户及其下属人员自己能进行更好的管理。不光是授人以鱼，重要的是授人以渔。”培训



文档附件： 

是唤醒对象的自觉，洗脑是训练对象的盲从。凡是煽动情绪化追随、鼓动非理性狂热、造成感染性气场、适度贬损嘲讽听众以强

化自己的权威等手段，都属于常见的洗脑术。企业实践者应该懂得，任何学习最终都是自学；任何培训最终都是自治。 

  明确分工，恪尽职守有人认为，没有管理经验的学者从事管理教育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出路在于研究者要有管理实践。这种

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这等于让劳模做报告，把学术研究降低到经验介绍层次；让学者下班组，把快刀斩乱麻的实际操作变

成抽丝剥茧的理论分析，其结果是整体降低两个群体的水平。这是错位，不是进步。 

  中国长期存在着“粗分工”的传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排斥分工而美化自给自足。如果过于强调管理学术界“接地气”，则

有可能“降档次”。任何一个国家，必须有少量的学者游离于实践之上，同样有大量草根进不了学求圈子。这不是社会地位差

别，而是社会分工差别。第欧根尼式的人物是社会进步的风景线；默默劳作的大众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没有二者的游离就没有真

正的学术。中国管理的真正进步需要明确界定学者、培训师、经营者的各自职守，各尽其职。 

  培育学术共同体作为学者，需要通过教育改革，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这个学术共同体，需要有真正的研究者，用马奇的

话来说，要能够发现并研究“有意思的题目”，其中少量人能够起到引领学术发展的作用。没有这样的研究，中国的管理学就只

能跟随在西方身后，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对于这种学者，不求其研究“有用处”，只求其研究“有意思”。就像爱因斯

坦，只提出相对论，不设计反应堆。这种研究基本上不能采用团队方式，更不能靠项目推动，唯一的动力就是学术追求。 

  但中国现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体制，非但没有这种学者的出头之地，甚至没有这种学者的立足之地。在中国，相当多的人都

知道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但不要忘了，如果没有阿吉里斯等人对组织学习理论的持续研究，圣吉的学习型组织很有可

能就会流于江湖术。多数企业家不读阿吉里斯的书，因为有太多的专业术语，太繁琐的分析论证。而圣吉把它简化通俗了。圣吉

和阿吉里斯之间具有共同语言，能够进行学术对话。对于阿吉里斯的组织学习理论，人们不能要求直接用它来改进管理，它所需

要的是对管理中的问题给予学术解释，这种解释是经营者自己无法完成的。再例如，清代考据学的丰硕成果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

了系统整理，正是这种考据，使后来的康有为能够利用它写出《新学伪经考》鼓动变法。没有前面的考据学为基础，后来的戊戌

变法就缺乏思想根基。 

  大量的普通学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从事管理咨询和培训。以西方为例，从马奇到阿吉里斯再到圣吉，形成了一个学者过渡

带。他们同属于一个学术共同体，但职责有所不同，有的偏于研究，有的偏于培训，都具有相应的研究基础。这种共同体形成的

书面标志，是教材的体系化。中国现有的管理学教材普遍存在严重的碎片化现象，是一种管理知识的杂拌沙拉，有的甚至存在着

逻辑冲突，而这正是相应队伍碎片化造成的。能够做到浑然一体，意味着学科边界和学术语言的一致性。对于培训师来说，除了

有厚实的学术底子外，还要注重受众的需求。纯学者不要求其有高超的演讲能力，但培训师必须有能够吸引听众的表达和阐释。

现在那些野路子的江湖培训师，尽管他们所讲的内容不敢恭维，但口才和吸引力值得借鉴。汤姆·彼得斯的盛名就与他的演讲能

力有直接关系。 

  目前中国管理培训的乱象是时代使然。1980年代的卖方市场时期，再怎么强调产品质量也收效甚微，而90年代转变为买方市

场后，企业开始自觉狠抓产品质量。曾几何时，温州的劣质鞋行销全国，然而后来温州人自己焚烧销毁劣质鞋。原因无他，市场

力量使然。如今，在企业从向资源要效益转变为向管理要效益的转型中，谁能在管理培训上走在前列，谁就可能在今后赢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 

  【作者简介】刘文瑞，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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